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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两山理论”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创新实践，经济高质量与绿色发展方式成为贵州省后发

赶超的重要驱动力。生态效率和旅游产业效率是衡量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好坏的核心指标，论文通过构建投入—产出

模型，运用超效率 SBM 方法，基于面板数据，测度贵州省 9 个市(州)的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及其耦合协调度，

分析和揭示其时空分异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贵州省生态效率、旅游产业效率总体呈现“U”型发展形态，并表现

出中期效率转移、后期整体升级的趋势，从耦合协调度看，贵州省区域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耦合水平较高，呈

现总体协调发展态势，部分市(州)实现了后发赶超。这为揭示后发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提供了现实解读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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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以及“两山论”的提出，经济高质量及绿色产业发展越来越成为研究中的热

点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建成美丽中国。作为绿色经济产业，

旅游业发展更多依赖生态保护水平，不需要通过巨大的资源消耗便能带来较好的经济产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体现。旅

游业因其强关联、强带动、高溢出与跨界性，在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入大众化旅游需求时

代，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体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2011—2020 是贵州省的“黄金十年”，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

旅游产业实现井喷式增长。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贵州以“旅游产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使旅游业成为

贵州省国民经济战略支柱性产业[2]，高质量发展态势逐渐显现。 

本文选取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的贵州，以效率的视角考察其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贵州省 9 个市

(州)的生态效率、旅游产业效率及其耦合关系，分析贵州省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动态逻辑回路，揭示其区域内部的时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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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厘清二者的内在关联和作用机理，为揭示贵州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提供现实解读依据。 

1 文献综述 

生态效率和旅游产业效率的耦合水平是衡量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好坏的核心指标。生态效率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自然资

源减轻环境压力的效率[3]，其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4]，能充分反映出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5]，是区

域发展质量与人地协调程度的综合表现[6]。生态效率的评价体系往往兼顾了生产过程中所需投入的人、财、物，也包括了产出过

程中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污染问题。旅游业运作是产业、社会内各经济主体通过寻求自身最优解而行动，最终达到整体效益最大化

的过程，其可以近似为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7]，旅游产业效率可充分体现旅游经营是否达到了效益最大化[8]。通过文献追踪发

现，大多数学者习惯使用传统 DEA 方法测度生态效率
[3]
与旅游产业效率，但传统方法只能测度出是否有效率，无法在有效率的基

础上分辨出效率的高低。近年来，有的学者将超效率模型引入计算中[9]，为分辨效率状态的高低开辟了可行路径，并基于此测度

了长三角城市群[10]、长江经济带[4]、30个省份[11,12]的生态效率以及沿海省份[13]、全国各省份[14]的旅游产业效率，回应了主流经济

学的判断逻辑。对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缘起于对当前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15]、评价体系[16]和实现路径[17]的探索。研究者

开始关注旅游业与经济、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有的学者认为旅游业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旅游业的高就业、

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对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
[18]
，而较好的经济环境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

金支持、保障服务以及促进消费方面[19]。另有学者认为旅游业属于环境依托型、资源消耗型产业，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对立统一

的二元关系[20]，并通过构建经济—生态—旅游的三耦合系统揭示区域经济与旅游业具有较高关联度，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没有

冲突，总体耦合情况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21]。这为进一步探索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揭示后发省

份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耦合关系及内在机理提供了思考路径。本研究除了关注“旅游业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外，

生态效率因其可及性和确定性，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更重要。因此，从少有学者关注的区域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耦

合协调研究入手，探索其耦合关系、时空分异及内在机理，有可能在主流经济理论之上获得边际创新。 

2 模型介绍 

2.1 超效率 SBM 模型 

数据包络法(DEA)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测度效率最为经典的方法之一。传统的 DEA 模型依据测度结果将决策单元分为有效决策

和无效决策两种类型，并对无效的决策单元进行排序。但对于有效的决策单元无法进一步比较其间差异，且传统的DEA 模型无法

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仅从径向角度的度量结果也存在偏差。因此，Tone 提出了考虑到松弛变量和非径向角度的 SBM

方法，并结合传统 DEA模型和 SBM 模型构造了改进的SBM 模型——SUPER-SBM 模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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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表示决策单元个数，m表示投入，r1和 r2分别表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xij表示投入矩阵中 i行 j 列的元素，yd

和 yu分别表示期望、非期望产出中对应的元素，ρ为效率值。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物理学中用于测度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模型，本文在计算出生态效率和旅游产业效率面

板数据的基础上，再将生态效率系统和旅游产业效率系统分别设定为 U1和U2，计算出各市(州)各时点上的耦合度： 

 

同时，考虑到协调和发展程度之间的互相影响，避免出现虽然协调但是发展程度都低的情况，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协调函数，a 与 b 为待定系数，根据一般的研究及经济现实运行情

况，本文将 a设定为 0.6，将 b设定为 0.4。 

2.3 指标体系建立 

生态效率是在最小化资源投入、最小化环境污染的水平上，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认为经济产出主要

是由劳动、资本的投入所决定的，威廉·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结合理论分析兼顾数据可得性，本文

将资源投入指标确定为劳动、资本、土地三方面的投入。劳动投入使用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替代从业人员总数。资本投入选取固定

资产投资，土地投入选取建成区面积，经济产出指标选择地区生产总值。生态效率的特点是将环境污染纳入评价模型，本研究选

取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两个指标，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角度对污染排放进行描述。将环境污染与资源投入指标

视为成本型指标，作为 DEA方法中的投入部分；将经济产出指标视为收益型指标，作为 DEA 方法中的产出部分[3]。 

旅游产业作为贵州省战略支柱产业，应该多方面多角度合理有效构建旅游产业的效率评价指标。指标选取要立足实际，充分

反映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且要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可得性。梳理现有旅游业效率文献发现，其大多

是从旅游服务能力、旅游接待能力、旅游投资规模和旅游发展规模等方面来选择投入指标[22]。旅行社和酒店是主要进行游客接待

的旅游企业，其数量和质量能够充分反映某地区旅游接待水平和承载力，因此，本文选取区域内旅行社数量及星级酒店数量作为

衡量旅游产业效率的投入指标。旅游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越多说明当地旅游规模越大，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用工伤保

险投保人数乘以第三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旅游产业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指标。同时，旅游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本文使用

固定资产总投资乘以第三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旅游产业资本投入指标。在产出指标选择方面，经济水平的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旅游需求，旅游规模在不断扩大，旅游产业产出直接表现为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增加，因此本文选取国内外旅游总人

数和国内外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产业效率的产出指标。贵州省生态效率—旅游产业效率的投入与产出指标见表1。 

表 1生态效率—旅游产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要素层 具体指标 

生态效率 资源投入 劳动投入 从业人员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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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 

土地投入 建成区面积 

环境污染 

废气排放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废水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经济产出 经济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旅游产业效率 

投入指标 

旅游产业接待能力 星级酒店数量 

旅游产业服务能力 旅行社数量 

旅游产业投资规模 旅游企业固定资产 

旅游产业发展规模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产出指标 

旅游产业品牌效应 旅游总人次 

旅游产业经济产出 旅游总收入 

 

2.4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取 2011—2018 年贵州省 9个市(州)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主要为相关年份《贵州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及贵州省宏观经济数据库。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生态效率评价 

现将贵州省 9个市(州)生态效率评价结果展示于表 2中。 

表 2贵州省各市(州)生态效率评价结果 

市(州)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平均值 

贵阳市 1.41 1.46 1.44 1.43 1.42 1.45 1.35 1.49 1.43 

遵义市 1.27 1.14 1.19 1.14 1.11 1.24 1.33 1.31 1.22 

安顺市 1.3 1.17 1.19 1.19 1.15 1.6 1.46 1.17 1.28 

毕节市 1.06 1.02 1.01 1.02 1.01 1.02 1.03 1.03 1.02 

六盘水市 1.04 1.07 1.07 1.08 1.04 1.03 1.06 1.08 1.06 

黔东南州 1.03 0.81 0.83 1.01 0.74 0.81 1.07 1.1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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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 1.11 1.27 1.13 1.02 0.8 0.85 1.03 1.01 1.03 

黔西南州 1.01 1.02 1.04 1.01 1.14 1.05 1.06 1.07 1.05 

铜仁市 1.25 1.45 1.26 1.26 1.1 1.08 1.1 2 1.31 

贵州省 1.16 1.16 1.13 1.13 1.06 1.13 1.17 1.25 — 

 

为研究各市(州)生态效率之间的时空分异，绘制贵州省生态效率空间分布，如图 1所示。 

(1)橫比与纵比可知，9个市(州)生态效率最大值产生于 2018年的铜仁市，达到了 2。其原因在于铜仁市对污染的防控能力

提升，促使其废水废气排放大幅度减少，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废水废气排放仅有2017 年的五分之一。生态效率最小值产生

于 2015 年的黔东南州，为 0.74。主要原因是该年黔东南州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利用资源水平较低、污染情况较严重。贵阳市、

遵义市和铜仁市的生态效率水平一直稳定位列贵州省前列，得益于高生产效率与低环境污染的双向并举。 

(2)从效率均值而言，按照自然断点法将各市(州)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相对高效率区域，仅有贵阳一个市(州)。第二类

是相对中效率区域，包括铜仁市、遵义市、安顺市。第三类是相对低效率区域，包括毕节市、六盘水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黔

西南州，除黔东南州外，其他各市(州)效率均值都达到了“有效率”的标准。贵州省总体而言生态效率水平持续提升，2018 年

所有市(州)效率值均超过了 1，且相对高效率区域达到 5 个。生态效率水平的评价反映出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减轻环境的压

力，符合未来资本高效型、技术密集型、环保节约型的发展趋势。 

(3)部分地区实现了生态效率的后发赶超。黔东南州的生态效率水平在本研究的早中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是随着地方政

府有为施策，促使经济发展、生态保护能力总体提升，2017 年以后，黔东南州生态效率水平逐渐拔高，成为相对高效率区域。

与之相对应，黔南州早期表现为中高效率，原因是黔南州生态与经济基础相比其他市(州)具有优势，资源利用能力强、经济产出

多。但由于发展路径未能充分发挥黔南州资源禀赋优势，经济增长、生态保护能力提高速度不如黔东南州等，导致黔南州后期生

态效率被部分市(州)超过，表现为相对低效率区域。 

3.2 旅游产业效率 

表 3为贵州省 9个市(州)2011—2018 年旅游产业效率值。 

为了分析贵州省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分异，通过自然断点方式将旅游产业效率区分为相对低效率、相对中效率、相对高效率

区域，并将其表示在地图上，见图 2。 

通过对 2011—2018年贵州省旅游产业效率进行评价，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 3贵州省各市(州)旅游产业效率值 

市(州)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平均值 

贵阳市 1.59 1.59 1.59 1.59 1.59 1.49 1.42 1.37 1.53 

遵义市 1.23 1.21 1.18 1.18 1.17 1.21 1.24 1.30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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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 1.58 1.51 1.57 1.51 1.85 1.87 1.71 1.58 1.65 

毕节市 1.26 1.15 1.09 1.06 0.61 0.58 0.66 1.22 0.95 

六盘水市 1.25 1.11 0.53 0.45 0.46 1.00 1.00 0.40 0.78 

黔东南州 1.03 1.03 1.02 1.02 1.02 1.00 1.11 1.05 1.04 

黔南州 1.10 1.10 1.08 1.09 1.08 1.09 1.12 1.07 1.09 

黔西南州 1.00 1.13 1.12 1.16 1.04 0.42 0.44 1.16 0.93 

铜仁市 1.05 1.01 1.02 1.02 1.02 1.02 1.02 1.04 1.03 

贵州省 1.23 1.20 1.13 1.12 1.09 1.08 1.08 1.13 — 

 

 

图 1贵州省生态效率空间分布 

(1)各市(州)旅游产业效率最大值产生于安顺市，达到了1.87，最小值产生于黔西南州，仅有0.42。最高效率与最低效率差

异较大且同时产生于 2016 年，体现出旅游资本利用、旅游地设施完善、旅游业人才引进等能力差距导致各市(州)旅游产业发展

不平衡现象显著。各市(州)2011 年未达到“有效率”(即效率值大于等于 1)的有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其他各市(州)均达到了

“有效率”的标准，说明贵州旅游业早期已经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基础设施的合理建设、旅游品牌的初步打造吸引了大量的游

客，旅游产业发展走上正轨。 

(2)从平均效率而言，按照自然断点法可以将各市(州)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相对高效率区域，包括贵阳市、安顺市。第

二类是相对中效率区域，包括遵义市、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第三类是相对低效率区域，包括毕节市、黔西南州和六盘水

市。 

(3)旅游产业效率从时空分布上表现为中期效率转移、后期趋同化的趋势。如旅游产业效率空间分布图(图 2)所示，2011 年

相对高效率区域为贵阳市和安顺市，贵阳市通过“爽爽的贵阳”旅游品牌打造以及优越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发展到了较

高水平。安顺市得益于黄果树大瀑布的高吸引力和生态休闲一体化平台的打造、完善，旅游产业效率在各年中都排名前列。中效

率区域表现为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其余区域均为相对低效率区域。2015 年表现出效率转移的趋势，早期相对中效率区

域集中在贵州西部，中期转移到贵州东部。后期各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逐渐缩小，相对低效率区域只有六盘水市，其他都属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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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区域，高效率区域达到了 5 个市(州)。导致差异逐步缩小的原因是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提高促使整体旅游品牌宣传

力度加大，伴随着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布局完成，贵州省各市(州)旅游业发展能力都在提高。这就是旅游业存在的空

间溢出效应，某一区域的旅游业发展会对周围区域的旅游业起到带动、示范的效应。这也启示我们，可以优先发展具有优秀旅游

资源的区域，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本区域和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品牌打造，为其他区域提供优秀的旅游业发展基

础。 

 

图 2贵州省各市(州)旅游产业效率空间分布 

3.3 耦合协调度研究 

将生态效率—旅游产业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表示在表 4中。将所得到的结果对比耦合协调度评价表(表 5)，得到贵州

省 2011—2018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见图 3。 

表 4贵州省各市(州)生态效率—旅游产业效率耦合协调度 

市(州)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平均值 

贵阳市 0.86 0.87 0.87 0.86 0.86 0.86 0.83 0.85 0.86 

遵义市 0.79 0.76 0.77 0.76 0.75 0.78 0.8 0.81 0.78 

安顺市 0.84 0.8 0.82 0.81 0.83 0.92 0.88 0.81 0.84 

毕节市 0.75 0.73 0.72 0.72 0.64 0.64 0.66 0.74 0.7 

六盘水市 0.75 0.74 0.63 0.61 0.61 0.71 0.72 0.6 0.67 

黔东南州 0.72 0.67 0.67 0.71 0.65 0.66 0.74 0.74 0.69 

黔南州 0.74 0.77 0.74 0.72 0.67 0.69 0.73 0.72 0.72 

黔西南州 0.71 0.73 0.73 0.73 0.74 0.6 0.61 0.74 0.7 

铜仁市 0.76 0.79 0.76 0.76 0.73 0.73 0.73 0.87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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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0.77 0.76 0.75 0.74 0.72 0.73 0.74 0.76  

 

 

图 3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布 

表 5耦合协调度等级表 

序号 协调度 协调等级 序号 协调度 协调等级 

1 0.01～0.1 极度失调 6 0.51～0.6 勉强协调 

2 0.11～0.2 重度失调 7 0.61～0.7 初级协调 

3 0.21～0.3 中度失调 8 0.71～0.8 中级协调 

4 0.31～0.4 轻度失调 9 0.81～0.9 良好协调 

5 0.41～0.5 濒临失调 10 0.91～1.0 优质协调 

 

对 2011—2018年贵州省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耦合协调度最大值为 0.92，产生于 2016 年的安顺市。该年安顺市旅游产业效率达到了面板数据中的最大值，同样生态

效率水平较高，即经济发展速度快、能耗低、污染小，良好的经济与生态环境保障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业充分利用了各方面资

源，推动经济前进并实现了生态保护，耦合协调度能反映出旅游与经济、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 

耦合协调度最小值为 0.6，产生于 2016 年的黔西南州。该年黔西南州经济发展质量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旅游业发

展的基础。旅游业未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相比之下旅游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对经济与生态未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最

终导致了黔西南州该年耦合协调度的低下。从效率评价上而言，黔西南州同时属于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相对低效率区域，

耦合协调度水平合理兼顾了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实际情况，可以反映出旅游业发展质量。 

(2)从图 4 中可以看出生态效率、旅游产业效率与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U”型态势。结合 DEA 的计算方法与定义，生态效

率与旅游产业效率出现“U”型底部的原因，一方面是总体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发展不平衡程度加大。在经济与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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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期，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无法在短期体现出成效、资本无法以持续加速度增长的方式提供资金、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生态

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冲突、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等原因，出现了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总体下降。 

另外，贵阳、遵义等几个拥有先天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的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他地区获得的政策、资金支持相对较少，

从而导致各市(州)效率差距拉大，进一步影响了总体效率水平。随着经济增长、生态保护能力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成熟、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合理设计、政策优惠等原因，过去由资本扩张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技术密集型、资本高效性

的生产方式，社会各经济主体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观能动性，生产效率达到了较高水平。其中，包括了资本投资意愿强烈、社会

劳动水平较高等方面，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两种效率的提高从而提升耦合协调度。 

 

图 4贵州省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耦合协调度 

(3)生态效率系统和旅游产业效率系统分别设定为 U1 和 U2，U1>U2表示旅游发展滞后型，U1<U2 表示生态效率滞后型，U1=U2 表

示同步发展型。通过图 4 可以看出贵州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11—2016 年为生态效率滞后型，旅游业高速发展，带动经济

增长并促进生态保护。2016—2017 年为旅游发展滞后型，经济增长速度极快，环境问题也得到了更好缓解，从而主要体现为经

济发展为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018 年为生态效率滞后型，旅游产业效率水平再次超越生态效率水平，旅游产业开始反哺

经济并倒逼生态保护。 

从各市(州)分别来看，贵阳市、安顺市、黔东南州、黔南州为生态效率滞后型，毕节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铜仁市为旅

游发展滞后型，遵义市为平衡发展型。总体来说，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之间差距不大，贵州省主要体现为协调同步发展，即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之间实现相对平衡，贵州选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保护生态、利用生态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与“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模式高度契合。 

(4)从整体时空分布上来看，耦合协调度存在先分化后趋同的趋势，部分市(州)实现后发赶超。空间分布图(图 3)中显示，

2011 年贵阳市和安顺市为良好协调，其余区域表现为中级协调。这样的空间分布体现出了高、中值分类聚集及中值区域多、高

值区域少的空间特性。随着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发展，2015 年高值区域未发生改变，但是中值区域却减少，其中黔西南州、遵义

市、铜仁市保持为中级协调水平，其他都退化为初级协调水平。2018年低值区域减少，部分中值区域升级，高值区域达到 4个。

这样的时空分异表现出耦合协调程度先分化后趋同的趋势，初期耦合协调度优势区域(如六盘水市)由于旅游与经济、生态之间

协调发展能力不足、互促能力弱而落伍。而初期耦合协调度劣势区域(如黔东南州)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能力的促进能力

持续升级，提高的经济基础和生态水平反过来保障旅游产业高速增长，最终表现为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耦合协调度的后

发赶超。 

从整个耦合协调度面板数据上而言，除了极少数据显示耦合度较低以外，贵州省各市(州)水平均在初级协调水平以上，表示

贵州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运用了旅游产业的相关优势发展经济并推动环境保护，同时，良好的经济基础与生态环境又成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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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前进动力，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总体水平较高。 

4 结论与启示 

(1)生态效率的评价可以反映区域发展低投入、低污染、高产出的水平，旅游产业效率可以反映旅游业经营效益高低。本研

究从资源投入、经济产出与环境污染三个层面选取生态效率相关指标，从旅游业投入与产出角度选取旅游产业效率相关指标，较

为全面地对贵州省 9个市(州)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做出评价。结果显示贵州省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总体水平存在“U”

型态势，中期效率分化明显，后期表现出整体升级趋势。在保持经济增速情况下，资源利用水平提升，环境污染下降，部分市(州)

实现了生态效率的后发赶超。2018年除了仍有一个市(州)旅游产业效率未达到效率标准外，其他区域均表现为中、高值。 

(2)良好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基础推动了旅游业高速发展，高水平的旅游业反过来拉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并倒逼环境保护，本文

关于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的实证结果正好刻画和反映了这一判断。尤其从贵州看，9个市(州)旅游产业效率区

域差异较大、生态效率区域差异较小，耦合协调度更贴近于旅游产业效率，空间上表现为先分化后趋同，表明贵州省旅游业与经

济、生态之间已形成互相推动、协调发展的格局，步入“发展保障旅游、旅游助推发展”的旅游经济高质量轨道。同时，部分市

(州)通过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出台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旅游业与经济、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探

索体制机制创新等方式，实现了后发地区旅游经济的赶超，体现出贵州省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

展道路，为后发区域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彬.发展全域旅游共享美好生活[J].旅游学刊，2020(2)：1-3. 

[2]马小成，罗教讲，冯帅帅.新时代旅游经济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析——以贵州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0(7)：139-144. 

[3]杨斌.2000—2006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研究——基于DEA 方法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09(7)：1197-1202. 

[4]邓荣荣，张翱祥.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协调度[J].华东经济管理，2021(2)：39-47. 

[5]邢贞成，王济干，张婕.中国区域全要素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7)：119-126. 

[6]阎晓，涂建军.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J].自然资源学报，2021(1)：223-239. 

[7]朱承亮，岳宏志，严汉平，等.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研究[J].旅游学刊，2009(12)：18-22. 

[8]王恩旭，武春友.城市旅游经营效率评价模型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0(4)：39-42. 

[9]付丽娜，陈晓红，冷智花.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城市群生态效率研究——以长株潭“3+5”城市群为例[J].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2013(4)：169-175. 

[10]张长江，陈雨晴，王宇欣.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95-108. 

[11]孙振清，鲁思思，刘保留.省级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 Tobit 回归[J].生态经济，



 

 11 

2021(1)：124-129. 

[12]成金华，孙琼，郭明晶，等.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47-54. 

[13]刘佳，陆菊，刘宁.基于 DEA-Malmquist 模型的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化、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J].资源科

学，2015(12)：2381-2393. 

[14]梁流涛，杨建涛.中国旅游业技术效率及其分解的时空格局——基于DEA模型的研究[J].地理研究，2012(8)：1422-1430. 

[15]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学术月刊，2018(3)：66-74. 

[16]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105-113. 

[17]任保平，文丰安.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5-16. 

[18]刘倩倩，姚战琪，周功梅.入境旅游的 GDP 贡献越大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越强吗?——理论机制、国际经验与双循环发展启

示[J].西部论坛，2021(2)：40-53. 

[19]余洁.山东省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评价与优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63-168. 

[20]庞闻，马耀峰，唐仲霞.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1(6)：1097-1101. 

[21]周成，冯学钢，唐睿.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为例[J].

经济地理，2016(3)：186-193. 

[22]夏赞才，邹泉，罗文斌，等.中国省域旅游业效率时空演变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0(8)：62-66. 


